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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乡土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数字媒介成为农村居民与乡土社会链接的重要纽带。基于“流动性-

媒介化-共同体”逻辑建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全国14个省份的调查数据,从信任伦理、乡土认同和福利互助三个方

面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探讨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

字素养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且数字化通用素养的影响效应最为明显。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数字

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度来增强其参与村庄事务的能力,进而强化乡土认同,推动情感共同体的

形成。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数字素养具有技术普

惠性,能够弱化收入分化,促进不同收入阶层的互动与融合。基于以上结论,从优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提升农村

居民数字素养与参与能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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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和乡村人口结构的变迁,乡村凝

聚力不足、共同体建设困难等问题日益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相较于2010年,2020年城镇人口

增加2.36亿,乡村人口减少1.64亿,城镇化率提升14.21个百分点。同期,人户分离人口达49
 

276万,增

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这两组数据体现出我国乡村人口外流现象显著,对乡村建设产生直接

影响。物理空间的长距离流动与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原子化特征逐渐显

著。“离土”时代熟人间的互动交往弱化、“关系”疏离,传统格局下的权威信任逐渐被基于弱交往关系的信任

消解[1]。因此,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为消解乡村原子化的困境,需要培育乡村情感共同体,重构村民信任关

系,建设一个“有温度、有温情、有温暖”的乡土社会。

有研究发现,情感缺失是当前乡村主体性缺失的重要维度[2],重建以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成为人们的强

烈认同[3]。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减少村庄内部矛盾和纠纷的有效途径,更是完善基层共建共治共

享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现行的规范性制度和措施虽然构建了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但难以从村庄内部和

村民的精神情感层面培育起公共精神。而以情感联结乡村治理多元主体,通过情感的弥散使主体的参与意

识不断被激发[4],并与正式的规范和制度相结合,有利于提升村民个体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参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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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实践来看,各地出现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5]、内生型农村互助养

老[6]、内生性农民合作社建设[7]等经验,皆是从情感角度切入,提出了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乡村建设实践路

径,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而新技术的涌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传统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8]。既有研究大

多围绕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一部分学者持数字赋能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

重塑乡村治理的内在格局,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提供新的机遇[9-10]。另一部

分学者则持数字分化论,批评性地认为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风险和数字排斥会加剧人民群众内部数字不平

等的矛盾[11],还可能会出现技术失范、数字鸿沟、公共性弱化、“反向适配”、异步困境等问题[12-13]。已有研究

对农村居民数字参与以及技术下乡底层逻辑的分析较为细致,但缺乏对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情感建设问题

的思考,未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工作与农村居民数字行为结合起来。乡村建设不仅仅是环境、产业

等物质基础的完善,更是文化、情感等精神基础的建设。那么新型通信技术、数字社交手段等是否对乡村情

感建设具有正向影响? 如何产生影响? 如果有影响,数字技术是否对不同群体存在差异化的影响? 要回答

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到农村居民属性特征和其数字生活内容中,分析农村居民的数字参与影响乡村情感共同

体建设的具体逻辑,并综合考虑行为、素养、群体特征等要素,以深入考察其内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乡村情感共同体研究动态分析

滕尼斯最早明确了“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学术概念,区别于“现代社会(society)”这一概念,他认为

“共同体”代表着亲密的、直接的和持久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则代表着间接的、临时的和契约性的关系[14]。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中提出,中国文化调整的重点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由此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伦理道德智

慧,其目的是解决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15]。伦理本位的社会在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上规定了社会交往的秩

序和规则,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后乡土社会,乡村共同体处于衰落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乡

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在多个维度上推进。乡村社会中的信任伦理、公共精神、福利资源再生产,分别在

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情感规范、情感依托以及情感纽带的作用[16]。

首先,社会信任的存在降低了人们互动的成本,使人的行为更具确定性,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持[17]。村庄

社会中社会信任作为乡土场域互惠互利的重要基础,是人们维系彼此交往关系的纽带[18]。因此,信任伦理

是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次,乡村情感共同体实质上是乡村认同的体现,是乡村凝聚

力和动员力的基础。通过乡村内部的价值认同、身份认同、人际认同等的建设,异质性的村民有了联结的基

础,相互间的关系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加强。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引导以乡愁为线索的村民个体与集体统

一,这也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要义之一[19]。最后,乡村情感共同体也是村民合作互助的平台资源。

村庄社会中小农抵御社会风险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有限,需要在村庄社会中寻求邻里乡民之间的帮助和

合作。而乡村情感共同体则使得村民在面对外部社会时产生“自己人”的观念,借助共同体的资源和力量解

决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问题[20]。结合这些分析,本文将从信任伦理、乡村认同、福利互助三个方面,构建乡村

情感共同体的指标体系,研究数字素养及数字参与对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生产工具和治理

方式的数字化,更关乎“人的数字化”,其核心在于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提升,而以数字素养重塑乡村主体可

以有效激活发展动能[21]。农村居民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个体适应数字化社会并积极参与乡村的

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服务的能力。不同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农村是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

“村落共同体”,在村落生活中的村民之间具有超越个别利益甚至在生命意义之上的共同文化信仰,即使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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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也始终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所调查的农村居民,主要是指在村或短期外出务工,未在城市

永久定居的这部分村民。在前互联网时代,“离土离乡”带来了空间的隔离,弱化了村民之间面对面的、直接

的沟通和联系,村庄日益原子化[1]。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的互联互通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促进

信息重组与信息整合的作用[22],村庄通信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使得这部分村民可以在网络空间重新找

回集体记忆,和村庄社会、村社熟人迅速建立起情感联系。不可否认,随着村庄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短视

频、微短剧、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会使村民网络生活个体化、私人化、去共性[23]。但是,村民的日常生活

并非一成不变,在拥有集体记忆和熟人社会基础的农村居民身上,数字素养技术成为乡村的情感建设和村庄

公共事务参与的桥梁。在公共性和去共性之间起决定性因素的可能不是数字素养本身,而是拥有数字素养

的居民属性。乡村熟人社会的底色使得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之间的互联互通发挥着黏合剂作用,通过社交媒

体、即时通讯工具等平台,农村居民可以更方便地与邻里亲友进行交流,分享生活经验和乡村文化,从而增强

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互联网时代,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越高,其对数字乡村的参与的便利性

和积极性就越强[24]。除此之外,数字治理在乡村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如多元主体赋能、利益表达

赋能、交流空间赋能等,这些都是提升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2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能够促进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在传统文化规约逐渐式微的背景下日渐重要,情感治理也被学者纳入国家治理视

野和基层治理论域中[26]。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和个体化倾向也会对乡村公共性建设提出挑战。年轻人逐

渐对传统规则和村庄公共事务表现出漠视态度,农村居民容易沉浸在个体化的网络空间中,致使其建设、参

与、维持传统公共空间的意愿和积极性逐渐减弱,村庄传统公共空间面临被边缘化、虚无化等的风险[27]。这

种风险的破解,依赖于建立起农村居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及对村民身份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重建村庄公共

性,进而将其在情感共同体的情感认知迁移到村庄治理共同体中[28],开展村民的公共服务参与。而在数字

社会中,村民的公共服务参与在数字场域进行,即通过数字平台的参与,村民被赋予政治参与权,由被动接受

政务服务变为主动参与。在政务查询、信息咨询、意见表达、村务监督等活动中培育出自主自觉的意识[29]。

与此同时,村民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加,对村庄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提高,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得以产生,进一步

推动了情感共同体的建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农村居民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提升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将乡村精英身份引入分析发现,乡村精

英身份促进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事实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30]。但是,部分村民受技术不均衡传

导、社会分化作用、主体性缺失的影响,成为乡村数字弱势群体[31]。首先,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的数字素

养和技术习得能力更强,在数字素养的加持下,便利的信息技术使得年轻人更加便利地了解村庄发展的动态

变化。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群体运用数字媒体实现对乡村血缘、地缘、人缘的再衔接和人际情

感与信任的再造,从而实现乡土社会在地圈层的重建[32]。因此,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

设效应更加明显。其次,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受到“虹吸效应”以及“马太

效应”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际之间的数字乡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明显[33]。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

居民的数字接入和数字基础更好,其数字参与更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能够借助数字平台更多地参与到村庄

活动中去,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据此,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个人自媒体的普及和社会的可视化,这弱化了阶层的差异和区隔,使得社会结构

趋近于扁平化模式,一定程度上密切了社会联系。“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交往方式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

直接联系和互动,社会信任与协作关系理论上更容易形成[34]。此外,当异质性的个体在社交网络活动时,其

获得的共享性资源和支持可以发挥社会整合、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的效能[35]。因此,通过加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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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居民的主体性意识,可以有效解决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增

强村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凝聚力[36]。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4:数字技术具有去分化的中性特征,强化了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联系,提升了村庄内部不同收入群

体的凝聚力,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4年7月至8月开展的“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治理”农村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涵盖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共14个省份,以反映中国数字技术发展与数字治理效能的区域差异。研究采用多阶段

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从东、中、西部选择特定省份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在每个省份抽取2~4个地点;最

后,在每个区县选取2~4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访谈。通过对问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剔除信息缺失严重、

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38份,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乡村情感共同体。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借鉴杨慧等的研究,乡村情

感共同体指标从信任伦理、乡村认同和福利互助三个层面进行衡量[16]。具体指标建构如表1所示。对表1
指标进行加总,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综合指标,取值范围在6~30分。得分越高,说明乡村情感共同体越

紧密。
表1 乡村情感共同体指标体系

维度和指标   定义 赋值 均值

信任伦理

乡村认同

福利互助

您信任本村村民吗?
完全不可信=1;比较不可信=2;一般=3;比较可信

=4;完全可信=5
3.680

您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如何?
完全不可信=1;比较不可信=2;一般=3;比较可信

=4;完全可信=5
3.966

我觉得与乡村联系给我带来

了安全感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

同意=5
4.079

我愿意为乡村社区的发展作

出贡献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

同意=5
4.008

我与邻里关系很好,可以相互

帮助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

同意=5
4.115

在遇到困难时,我会寻求乡村

社区的支持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

同意=5
3.981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借鉴苏岚岚等构建的研究,从数字化通用素养、

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三个方面进行衡量[30]。数字化通用素养采用问卷中“您能够熟练操

作智能手机”和“您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使用情况”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由问卷中“您能够在网络上熟练查找和阅览自己需要的信息”和“您能够使用电

脑进入特定网站”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数字化社交素养由问卷中

“您能够熟练与朋友分享线上信息”和“您最近一周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频率”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
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三个方面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数字

素养综合水平,取值范围6~30分,得分越高,代表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越好。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16],选择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是否外出务工、家庭年

收入、村庄交通便利度、村庄数字平台完善度和乡村所处区域位置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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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分析

变量  变量定义与度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情感共同体
基于信任伦理、乡村认同、福利互助三方面

构建综合指标
838 23.826 3.174 13 30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基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寻素

养、数字化社交素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
838 21.217 6.242 6 30

性别 男=1;女=0 838 0.547 0.498 0 1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838 49.021 13.225 17 8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
专科=4;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6

838 2.644 1.323 1 6

政治身份 有党派=1;无党派=0 838 0.21 0.408 0 1
外出务工经历 有外出务工经历=1;无外出务工经历=0 838 0.413 0.493 0 1
收入阶层 下=1;中下=2;中=3;中上=4;上=5 838 2.887 0.837 1 5

交通便利度
非常不便利=1;比较不便利=2;一般=3;
比较便利=4;非常便利=5

838 4.014 0.842 1 5

数字平台完善度
非常不完善=1;比较不完善=2;一般=3;
比较完善=4;非常完善=5

838 3.677 0.869 1 5

区域 东部=1;中、西部=0 838 0.323 0.468 0 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具体表达式如下:

yi=α0+α1Di+α2Ci+σi (1)
公式中,yi 为因变量,表示乡村情感共同体;Di 为自变量,表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Ci 为控制变量,表明

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社会地位状况、村庄交通、数字化平台发展程度、区域位置

等变量。α0、α1 和α2 为系数;σi 为随机扰动项。

四、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一)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表3呈现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模型1考察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整体影

响效应,模型2至模型4则分别探讨了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三个子维度(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和邻里

互助)的具体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

素养水平越高,其乡村情感共同体意识越强。数字素养强化了乡村熟人社会之间的互动与相互交往的频率,
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居民对家乡邻里的情感与信任,带来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提升。

从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子变量回归来看,数字素养对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和邻里之间的互助带来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首先,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增强了乡村熟人社会成员间的互动频率,通过数字媒介的日常化使

用,村民间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强化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其次,人口的

频繁流动、空间距离的分割造成村民与村庄的联系日益减少,但是随着数字媒介的介入,村民与村庄之间的

互动频率日益频繁。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与形式与农村居民碎片化时间的契合性,在乡村

社会得到广泛普及。相较于城市陌生人社会,抖音等数字媒介在乡村场域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特

征,实现了线下社交网络在线上虚拟空间的延伸与重构。通过生活化的线上展示和互动,不仅增强了村民间

的交流,也深化了其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最后,数字技术的应用便利了村民间的即时沟通,提高了信息传

递效率。乡村社会面对各类诉求时能够迅速整合信息和动员人员,这种高效沟通与人员动员方式不仅增强

了乡村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乡村互帮互助的传统文化基础。综上所述,数字素养通过提升乡

村信任水平、强化乡村认同感和促进邻里互助行为三个维度,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这一发现为理解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实践提供

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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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基准回归结果       n=838
乡村情感共同体

模型1

信任伦理

模型2

乡村认同

模型3

福利互助

模型4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0.207***(0.024) 0.045***(0.009) 0.092***(0.010) 0.070***(0.011)
性别 -0.165(0.202) -0.160**(0.078) 0.023(0.086) -0.028(0.085)
年龄 0.045***(0.011) 0.02***(0.005) 0.018***(0.005) 0.008*(0.005)
受教育程度 -0.030(0.106) 0.031(0.043) -0.009(0.045) -0.053(0.044)
政治身份 0.937***(0.270) 0.298***(0.109) 0.295***(0.110) 0.345***(0.108)
外出务工经历 -0.225(0.207) -0.072(0.083) -0.091(0.086) -0.062(0.086)
收入阶层 0.147(0.136) 0.109**(0.051) 0.013(0.058) 0.025(0.053)
交通便利度 0.269*(0.142) 0.073(0.057) 0.061(0.058) 0.136**(0.059)
数字平台完善度 0.511***(0.138) 0.205***(0.058) 0.169***(0.057) 0.136**(0.056)
区域 0.262(0.222) 0.131(0.087) -0.059(0.095) 0.190**(0.093)
常数项 13.818***(1.06) 4.297***0.427) 4.368***(0.439) 5.154***(0.439)

R2 0.213 0.141 0.183 0.151

 注:(1)*代表p<0.1,**代表p<0.05,***代表p<0.01;(2)估计系数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乡村

情感共同体可能内生于地方经济社会变量,数字素养习得的随机性并不突出,而是与地方经济发展和治理水

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对地方特征变量进行了有限的控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

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本文借鉴杨婵等的研究方法[37],采用区县级层面

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同一区县内居民数字素养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技术的扩散往往

通过邻里间的传播与学习实现;区县层面的数字素养均值对个体层面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不产生直接影

响。因此,区县层面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表4展示了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

其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通过Cragg和Donald
 

Wald检验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在1%水平上显著,

证实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上述分析证实,在考

虑内生性问题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成立。这一发现为数字赋

能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表4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IV-2SLS
乡村情感共同体

模型5 模型6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 0.394**(0.068)
区县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均值(工具变量) 0.536***(0.049)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38 845
R2 0.605 0.150
Cragg-Donald

 

Wald
 

F - 119.905

注:因篇幅限制,表中汇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同表3。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一:更换计量方法。由于因变量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六个构成变量均为离散且有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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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如表5模型7所示。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的估

计系数和参数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回归

结果是稳健的。

2.稳健性检验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子变量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中自变量采

用的是农村居民的数字综合素养,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在此检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子变量对乡村情感共同

体建设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8~模型10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

寻素养和数字化社交素养皆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这一发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

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正向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n=838
乡村情感共同体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0.075***(0.009)
数字化通用素养 0.559***(0.063)
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 0.502***(0.063)
数字化社交素养 0.344***(0.0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48 0.207 0.205 0.173

  (四)作用机制检验:数字治理参与

数字素养能增强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培育其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认同。本文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M 为中介变量,若系数α1 和β1 皆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Mi=α0+α1 Di+βα2 Xi+λt+φi+μi (2)

yi=β0+β1 Mi+β2 Di+β3 Xi+φi+μi (3)

村庄数字治理参与Xi 采用问卷中“您是否通过村庄数字平台与村部人员直接联系?”“您是否通过使用

数字平台为村庄的管理与发展建言献策?”“您是否通过数字平台完成咨询、投票、选举等政务活动?”测量,将
回答“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进一步,本文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加总计算,以衡量农村居民的村庄数字

治理参与程度。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治理参与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11和模型12所示。模型11
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对数字治理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06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发

现证实了数字素养作为技术赋权工具,能够有效增强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模型12将数字

素养和村庄数字治理参与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显示村庄数字治理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458,且在1%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推动村庄数字治理参与的提升而带来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增加,假设2得到验

证。主要在于数字平台显著降低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成本,使村民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参与公共事务。同

时,数字化参与提高了村民间的互动频率,提升了互动质量,通过线上协商与线下实践的良性互动,培育出基

于数字治理的新型社会联结。这种技术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嵌入,最终促成兼具现代性和乡土性的情感共同

体形成。

        表6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中介作用检验     n=838
数字治理参与

模型11

乡村情感共同体

模型12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0.065***(0.009) 0.178***(0.024)
数字治理参与 0.458***(0.0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236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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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差异化影响估计

数字素养总体上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群体的情感共同

体建设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从农村居民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型居民情感共同体建

设的影响,具体从年龄、收入水平和区域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年龄维度以40岁为分界,划分为年轻群体和中

老年群体;收入维度区分为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区域维度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首先,就年龄差异

而言,模型13和模型14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组间

差异检验(p=0.048)表明年轻群体的影响系数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这一差异主要源于年轻群体在数字

技术应用熟练度和参与强度上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深入地参与村庄治理,从而强化了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和认

同度。其次,从收入维度来看,模型15和模型16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组间差异检验(p=0.741)显示两类群体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这一发现印证了数字技术的“去分化”特征:随着技术应用门槛的降低,不同收入群体在参与村庄治理方面呈

现出趋同性,数字技术有效增强了各收入阶层参与村庄事务的凝聚力,促进了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最后,区

域维度的分析结果(模型17和模型18)显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系

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组间差异检验(p=0.0001)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主要归因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

的数字经济生态,其数字平台开发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与深度化,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广度

与深度,进而强化了村民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感。假设3和假设4得证。
表7 异质性分析: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农村不同群体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影响的回归结果

年轻群体

模型13

中老年群体

模型14

中低收入群体

模型15

高收入群体

模型16

东部

模型17

中西部

模型18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0.268***(0.055)0.153***(0.024)0.202***(0.025)0.225***(0.065)0.347***(0.038)0.144***(0.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4 634 674 164 271 567
R2 0.220 0.212 0.203 0.220 0.359 0.142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全国14个省份的实证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

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

中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和数字化社交素养三个维度均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

具体表现为对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及邻里互助等维度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参

与在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

参与村庄事务的能力,进而促进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形成。(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的影响效应存在显

著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相较于老年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促进

作用更为显著。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展现出明显的“去收入分化”特征,有效促进了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的

社会连接与互动。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互联网在城市和乡村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城市,互联网的使用使得

个体化社会愈加封闭与个体化,每个个体依赖于互联网就可以接触更大的世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

间可能更加个体化。而农村则不同,乡土社会的底蕴依然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相互来往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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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移到线上,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起到了线下交往所达不到的效果,实现熟人社

会网络在线上的社会互动和整合,强化了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强化乡村情感共同体意识。在乡村空心

化程度加深、伦理与文化环境深刻变迁的背景下,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村民间的人际连接与互动沟通,

重构乡村精神与伦理共同体。重点发掘和激活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与习俗的内生动力,将其作为情感共同体

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在此过程中,审慎处理地方性规范与共识,构建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的情感共同体,

以增强乡村内部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第二,推进数字技术有序下乡,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

应用能力,扩大其数字治理参与度。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强化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但需注重数字技术的

适配性,避免出现“数字悬浮”现象。通过系统收集农村居民行为特征、使用场景与习惯等数据,开发高适配

性的数字化平台,为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治理提供技术支撑。第三,关注不同群体和地区的数字素养差异。应

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素养提升,弥合群体间、地区间数字鸿沟,促进乡村共同

体的均衡发展。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享优质资源,推动全国乡

村情感共同体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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